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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口海岸潮滩湿地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地貌的形成和演变是水动力、泥沙输移和生物过

程等多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探究潮滩生物过程并阐明其生物−物理效应是当前海洋科学

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聚焦微生物生物膜，构建了耦合生物膜与水动力、沉积物输移、地貌演

变的二维生物动力地貌模型，探究了生物膜在潮滩泥沙输移和地貌演变中发挥的作用。利用文献数

据验证生物动力地貌模型，模型结果与文献数据吻合较好，表明所构建的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出生物

膜的增长规律及年际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当水动力较弱时，在有生物膜作用的潮滩上，潮沟向陆侧

延伸更充分，呈现出树杈状分布，潮间带区域的潮沟两侧分布有生物膜。通过对潮沟形态进行定量分

析，发现生物膜的存在促进了潮沟数量增加，并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限制了其宽度的增加。相较于

没有生物膜影响的潮滩，潮沟的平均深度增加，总面积减小，总长度增加，平均宽度减小，总体积增

加。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生物膜在潮滩地貌塑造中的作用机制认识，为海岸带保护与生态修复工

程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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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口海岸潮滩是海陆交接的前沿地带，具有重要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 [1–3]。潮滩湿地作为一个复

杂的生态系统，其地貌的形成和演变受控于水动力、

泥沙输移、生物过程等多种因子相互作用。在传统

的潮滩地貌演变研究中，大多考虑水沙动力和地貌之

间的相互反馈和演变进而达到某种平衡状态，这种经

典的动力地貌学方法已成功用于潮滩地貌演变的模

拟和预测 [4−5]。随着对海岸动力地貌过程研究的逐渐

深入，学界逐渐意识到生物在潮滩演化过程中扮演着

不可忽视的角色，变化环境下泥沙供给、水动力和生

物群落变化等关键生物−物理互馈过程直接影响着潮

滩湿地的演化趋势 [6]。

潮滩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微生物，它们分泌黏

性的高分子聚合物（胞外聚合物，EPS）形成生物膜，

可改变泥沙颗粒表面的化学、电荷特性及微观形态

特征 [7]，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调节着海岸泥沙的运动

特性。方红卫等 [7] 采用环扫电镜观察生物膜泥沙的

形貌，发现生物膜形成后泥沙表面形貌起伏变少；Chen

等 [8] 通过生物泥沙的培养试验，发现胞内聚合物桥连

将改变泥沙的黏聚力。Andersen 等 [9]、de Deckere 等 [10]

认为，生物膜之所以可以增强底床泥沙尤其是细颗粒

泥沙的稳定性，一方面是由于生物膜覆盖在泥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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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助于河床形成一个相对光滑的表面，同时还可

以减小拖曳力。从宏观上来说，生物膜的附着提高了潮

滩泥沙的抗侵蚀能力，对滩面稳定性有重要影响 [11–12]，

在塑造潮滩地貌演变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3–14]。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通过多种手段证实了生物

膜可影响泥沙运动特性，但是相关研究大多仍停留在

微观尺度上，对于生物膜如何通过改变水沙响应关系

在较大尺度上影响潮滩地貌演化的认识仍不清楚。

鉴于此，本文以生物膜影响下的潮滩地貌系统为研究

对象，通过建立二维潮滩生物动力地貌模型，耦合微

生物生态过程和泥沙输移过程，分析生物膜在潮滩上

的分布规律，探究生物膜对潮滩系统泥沙输移和地貌

演变的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生物膜在潮滩地

貌塑造中的作用机制认识，丰富新兴交叉学科“生物

动力地貌学”的学科内涵。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国际开源动力地貌模型 Delft3D 进行

拓展研发，开发了潮滩生物膜模块，并与原模型的水

动力模块、泥沙输运模块、地貌演变模块进行耦合，

建立了考虑微生物生物膜的二维动力地貌模型，以下

对模型进行简要介绍。 

2.1    模型介绍 

2.1.1    水动力模块

本文考虑的水动力包括潮流和波浪，以下分别进

行介绍。

（1）潮流模块：

该模块是基于 Boussinesq 近似和静压假定的基

础，求解不可压缩液体的 Navier-Stokes 方程。包括连

续性方程和动量守恒方程。

①连续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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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y 为笛卡尔坐标（单位：m）；u、v 为 x、y 方向

上的垂向平均流速（单位：m/s）； t 为时间（单位： s）；

h 为水深（单位：m）；η 为相对于某个基准（比如平均海

平面 ）的水位 （单位 ： m）； g 为重力加速度 （单位 ：

m/s2）；C 为谢才系数（单位：m1/2/s）； 为水平涡流黏性

系数（单位：m2/s）。
（2）由潮流引起的底部切应力：

τc = ρgu2/C2 ρ计算公式为： ，式中， 为水的密度（kg/m3）。

（3）波浪模块：

χ = gF/U2
W δ = gh/U2

W

ε = g2E/U4
W

ς = UWTP
−1/g

该模块采用了基于 Young 和 Verhagen[15–16] 提出

的公式，在 Tao 等 [17] 的论文中得到应用。该公式将无

量纲风区（ ）和无量纲水深（ ）与无

量 纲 波 能 量 （ ） 及 无 量 纲 谱 峰 波 频 率

（ ）联系起来，估算了给定风场下（例如：风

区长度、风速和水深）波高和波周期。

ε = 3.64×10−3
[

tanh A1 tanh
( B1

tanh A1

)]1.74

， （4）

ς = 0.133
[

tanh A2 tanh
( B2

tanh A2

)]−0.37

， （5）

A1 = 0.493δ0.75 B1 = 3.13×10−3χ0.57 A2 = 0.331δ1.01 B2 =

5.215×10−4χ0.73 UW

TP E = ρgHS
2/8

HS

γ = HS /h

γ

HS = γh

式中， ； ； ；

； 是海拔 10 m 处的风速；F 是风区长

度； 是峰波周期；E 是波能，计算公式为

（ 为有效波高）。在波浪传播过程中，波陡增加，波

浪在浅水区域破碎，可以通过波浪破碎指标

来判断。在本研究中，根据 Roberts 等 [18]， 取为 0.5。
波浪破碎后，波高受水深限制，有效波高 。波

浪引起的底部切应力在波浪破碎时达到最大，然后随

向岸水深的减小而减小 [19]。根据线性波理论，底部最

大波轨道速度为

uw, b =
πHS

Tp sinh(kh)
， （6）

且由波浪引起的底床切应力为

τw, b =
1
2
ρ fwu2

w, b， （7）

fw = 1.39
ï

Uw, bTp

2π(Dmix
50 /12)

ò−0.52

， （8）

Dmix
50

式中，k 是波数； fw 是由 Soulsby[20] 文中定义的波浪摩

擦因子； 是泥沙混合物的中值粒径。

潮流和波浪共同作用下的底床切应力的计算使

用了 Soulsby[20] 的方法：

τmax = τw +τc

ï
1+1.2

(
τw

τc +τw

)3.2
ò
. （9）

 

2.1.2    沉积物输运模块

在计算泥沙输移时，黏性沙和非黏性沙的侵蚀、

沉积和输移等物理过程往往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分

开考虑。

（1）黏性沙

黏性沙的输移用带源汇项的对流扩散方程描述

黏性沙的侵蚀淤积情况：
∂(ch)
∂t
+
∂(uch)
∂x

= Qmud, e −Qmud, 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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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为泥沙垂向平均浓度（单位：kg/m3）；Qmud, e 和

Qmud, d 分别代表黏性沙的侵蚀量和淤积量，二者通过

Partheniades-Krone 公式 [21] 来计算。

Qmud, e =

 Me

Å
τ

τcr, e
−1
ã
τ > τcr e,

0 τ ⩽ τcr e,

（11）

Qmud, d =

 ωsc
Å

1− τ
τcr, d

ã
τ < τcr, d,

0 τ ⩾ τcr, d,

（12）

Qmud, d = ωsc

式中，Me 是冲刷系数 [kg/（cm2·s）]；ωs 为泥沙沉降速度

（单位：m/s）；τcr, e 和 τcr, d（单位：Pa）分别代表黏性沙的

临界起动切应力和临界沉降切应力。在 Delft3D 模型

中，运用了 Winterwerp[22] 提出的连续沉降的概念，所

以将 τcr, d 设置为默认值 1 000 Pa，使得泥沙处于连续

沉降的状态，因此式（12）可近似看为 。

（2）非黏性沙

在二维模型中，非黏性沙使用 Engelund 和 Hansen[23]

的输移公式进行模拟。

|S| = 0.05|U|5
g0.5C3∆2D50

, （13）

S U式中， 为总沉积物输移速率（单位：m2/s）； 为流速

（单位：m/s）；D50 为中值粒径。

考虑到底坡的影响，泥沙通量的大小根据 Bagnold[24]

的公式修正为

S′ = αsS， （14）

αs = 1+αbs


tan(ϕ)

cos
ï

tan−1

Å
∂zb

∂s

ãòï
tan(ϕ)− ∂zb

∂s

ò，
（15）

S′

ϕ

∂zb/ ∂s

式中 ， 为被修正的沉积物输移速率 （单位 ：m2/s）；

αbs 为无因次系数，默认值取为 1[5]； 为床层沉积物的

内摩擦角，取为默认值 30°[5]； 为纵向上的底坡。

S′
通过引入一个正交的泥沙通量，进一步调整了沉

积物通量 的方向，以考虑横向底坡 [25]。

S n = |S′|αbn
ucr

|U|
∂zb

∂n
， （16）

∂zb/ ∂n

式中，Sn 的大小为正交泥沙通量（单位：m2/s），方向为

向 下 倾 斜 ； αbn 为 无 因 次 系 数 ， 默 认 值 取 为 1.5[5]；

为横向坡度（与流线方向正交）。

因此，泥沙通量 Sr 为

Sr = S′ +Sn. （17）
 

2.1.3    地貌演变模块

地貌演变的控制方程为床面连续方程：

(1−φ)
∂zb

∂t
+
∂S x

∂x
+
∂S y

∂y
= 0， （18）

zb φ式中， 为床面高程（m）； 为底床泥沙孔隙率；Sx 和

Sy 分别为 x、y 方向上的泥沙通量（单位：m2/s）。
在地貌模型中，由于地貌时间尺度比水动力时间

尺度大 1～2 个数量级，因此在模型中使用地貌加速

因子（ fmor）加速地貌演变 [26]。将河床在一个水动力时

间步长的变化量乘 fmor，然后反馈到下一个时间步长，

计算流场和波浪条件，实现用 1 年的水动力模拟 fmor

年后的地貌。 

2.1.4    底床分层模块

在分层模型中将初始底床分为一层冲淤层、若干

层交换层和一层基础层，且每层的黏性沙和非黏性沙

都按设定的比例均匀充分混合 [27]。用前文中提到的

泥沙输移公式计算一个水动力时间步长内的冲淤层

的侵蚀或淤积。通过敏感性实验，本文模型中冲淤层

和交换层厚度均取为 0.2 m，共 50 层。在该模型中，

冲淤层的厚度始终保持不变以保证其稳定性。 

2.1.5    生物膜模块

研究表明，生物膜大量分布在潮间带上部 [28]，在

潮间带下部也有分布 [14]，潮间带是生物膜分布的主要

区域。在盐城潮滩的野外观测中发现，生物膜大量分

布在互花米草的前缘。向陆侧，在互花米草生长密度

过大的区域，生物膜几乎没有分布；向海侧，生物膜有

分布，但由于水深及淹没时间的因素影响，生物量差

异较大。生物膜的分布范围为

X =
ß

0 D ⩽ Dmin，
X D > Dmin，

（19）

X式中， （单位：mg/m2）为 Chl a 生物量；当 D > Dmin 时

按照式（24）计算，D 为底床高度与高潮位的差 (单位：

m)；Dmin 为生物膜可以在平均高潮下生存的最小深度

(单位：m)。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 Mariotti 和 Fagherazzi[29] 的

方法，用叶绿素 a 含量代表生物膜的生物量（下文中

均统一称之为生物量），且考虑到潮滩上生物膜的生

长受季节性影响显著，且与潮滩细颗粒组分含量相

关，所以在 Mariotti 和 Fagherazzi[29] 总结的简化公式的

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温度、底床泥沙组分这两个要素，

因此描述生物量季节性变化的公式为
dX
dt
= MCµmax

X
1+KS X︸               ︷︷               ︸
1a

I
I+KI︸  ︷︷  ︸

1b

exp
[
β (T −TO)

]︸               ︷︷               ︸
1c

−ε (X−Xb)︸       ︷︷       ︸
2

，

（20）
a b式中，1 项刻画了生物量的对数增长；1 项考虑了光

照强度对生物量的影响，其中 I = Ioexp(kdd)，d 为水深；1c
项描述了季节性温度变化对生物量的影响，2 项表示

生物量的正常衰减，式中各参数的含义及取值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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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化考虑季节性差异，其公式来源于 Nguy-

en 等 [30]，如下：

T (t) =
Tmax −Tmin

2
cos

( 2π
365t

)
+

Tmax +Tmin

2
， （21）

式中，Tmax 代表全年最高温度 (单位：℃)；Tmin 代表全年

最低温度 (单位：℃)。

根据潮滩生物膜中微生物的优势种群不同，生物

膜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硅藻类生物膜、蓝藻类

生物膜。硅藻类生物膜多分布于淤泥质潮滩，蓝藻类

生物膜常见于砂质潮滩上 [31]。本研究主要聚焦在硅

藻生物膜上，考虑潮滩泥沙组分对其数量的影响。

Riethmüller 等 [32] 统计了滩面叶绿素含量采集点处的

细颗粒组分（粒径小于 63 μm）的含量和含水量，通过

对其测量数据分析，总结了下面的关系式来反映泥沙

组分对生物膜生长的影响效应。

MC =


0 0 ⩽ mct ⩽ 10%，

0.35 10% < mct ⩽ 25%，
0.6 25% < mct ⩽ 85%，
1 mct > 85%，

（22）

式中，MC 表示某一泥沙组分下生物量变化的系数；

mct 表示底床中值粒径小于 63 μm 泥沙的总含量。

生物量与泥沙临界起动切应力之间是一次线性

关系 [33]，归结为以下公式 [29]：

τcr = τcr,o +αX， （23）

式中，τcr, o 为没有生物膜定殖时的泥沙临界起动切应力

(单位：Pa)；α 为 τcr 随生物膜生长 τcr (单位：Pa) 的增长

系数。

在研发的生物膜模块中，根据现有文献，各参数

的取值范围及默认取值如表 1 所示。 

2.1.6    生物动力地貌模型耦合方式

首先，依据前人研究结论，在生物动力地貌模型

中有关生物膜做了以下 3 点假设 [29]：（1）潮滩上生物

膜均匀分布；（2）生物膜在临界切应力下，生物量不会

发生损失；（3）高于临界切应力时，生物膜会完全被破

坏，即“all or nothing”的破坏方式。

水动力模块中计算出的底部切应力（τ）作用到生

物膜，并将水深（h）、床面高程（zb）及底床泥沙的中值

 

表 1    参数设置及取值

Table 1    Parameter setting and value

变量 单位 取值范围 默认取值 含义 取值依据

μmax d–1 0.007 8～1.11 1.07 参考温度下的最大生长速率
Uehlinger等[34]

Labiod等[35]

Ks（以Chl a计） (mg/m2)–1 0.016 2～0.508 0.02 半饱和常数
Uehlinger等[34]

Labiod等[35]

I μE/(m2·s–1) – – 每日平均光强 Mariotti和Fagherazzi[29]

KI μE/(m2·s–1) 0.1～50 25 半饱和光系数 Boulêtreau等[36]

Io μE/(m2·s–1) 0～2 000 300 水面上的每日平均光强 Uehlinger等[34]

kd m–1 0.1～3 1.5 光强随水深的衰减系数 Lawson等[37]

β °C–1 –0.205～0.022 4 0.01 温度对生物膜发育的影响系数 Uehlinger等[34]

To °C – 20 参考温度 Uehlinger等[34]

Tmax °C – 33 最高温度 江苏盐城

Tmin °C – –1 最低温度 江苏盐城

ε d–1 ～(0.001～0.1)u* 0.2 整体衰减系数
Uehlinger等[34]

Labiod等[35]

Xb（以Chl a计） mg/m2 4.4 × 10−5～1.68 1 最小生物量 Mariotti和Fagherazzi[29]

α（以Chl a计） Pa/(mg·m−2) 0.001～0.02 0.001 随生物膜生长τcr的增长系数 Le Hir等[33]

τcr,o Pa 0.05～1 0.2 无生物膜的泥沙临界起动切应力 Whitehouse等[38]

MC – 0～1 0.5 某一泥沙组分下生物量变化的系数 Riechmüller等[32]

mct – 0～1 0.5 底床中值粒径小于63 μm泥沙的总含量 Riechmülle等[32]

Dmin m 0～0.1 0.01 生物膜生存的平均高潮下的最小深度 Mariotti和Fagherazzi[39]

D m – – 河床高度与高潮位的差 根据模型设置计算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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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D50）与生物量相关联，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如温

度、光照强度等，计算出生物量的大小；生物量通过

改变泥沙的临界起动切应力（τcr）反馈回泥沙模块，引

起地貌改变；地貌改变后重新计算水动力。本文的生

物动力地貌模型通过此机制运行模拟生物量在潮滩

上的分布及生物膜对潮滩地貌演变的影响。 

2.2    生物膜模块验证及参数敏感性分析 

2.2.1    生物膜模块验证

生物膜对动力地貌过程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

阶段，受限于潮滩生物膜实测数据的匮乏、生物膜特

征的区域性差异等原因，本研究验证的方式是在不考

虑外界水动力等物理环境因素影响，模拟生物量随时

间变化情况，将增长曲线与室内培养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1）生物量增长速度

在本模型中，不考虑外界环境（如水动力、极端

事件等）对生物膜生长过程的破坏，模拟生物量随时

间变化情况如图 1 绿色曲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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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膜模型中生物量随时间的变化
Fig. 1    Variation of biomass over time in biofilm models

 

由图 1 可知，生物量从 0 开始增加，在初期生长

阶段，生物量的生长速率较小，然后随着模拟时间的

增加，生物量的增长速率快速增加；在 8 d 左右，生长

速率放缓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小，最后在 20 d 左

右，生物量达到最大值，以 Chl a 计约为 150 mg/m2。关

于生物量的最值参考了 Riethmüller 等 [32] 与 Zhu 等 [40]

在潮滩上的实测数据取值。图中蓝色、红色的点表

示 Chen 等 [14] 通过实验室培养生物膜得出的实测值，

虚线则表示拟合的生长曲线，其中蓝色、红色分别代

表 0～0.2 cm、0.2～0.5 cm 深度所测生物量。由于对

生物量表示单位不一致，所以仅对比生物量增长趋

势，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该模型中生物膜的增长曲线与

实验室实测生长速度相似，在两周后达到稳定状态。

（2） 生物量及生物稳定性

生物量的年际变化情况如图 2a 所示，图中红点

和红线为 van der Wal 等 [28] 研究中 WES 点所测生物量

指标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NDVI）年际变化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初始温度为 33°C，此时无其他可以

破坏生物膜的条件存在，生物膜有较好的生长环境，

因此生物量（以 Chl a 计）从初始值 1 mg/m2 快速增加

到最高值，约为 150 mg/m2，而后随温度的降低而减

小，温度峰值与生物量的峰值出现的时间一致，并且

生物量的变化与温度的变化趋势一致，模型结果表现

出的季节性变化与 van der Wal 等 [28] 所测结果和前人

研究基本一致 [41–42]。

该模型用黏土组分的临界起动切应力表示生物

稳定效应，方便把该效应量化。图 2b 刻画了生物膜

生长后黏土组分的临界起动切应力（τcr）的变化情况，

τcr 的初始值为 0.2 Pa，随之模拟时间的增加，该值在

0.25～0.5 Pa 之间变化，同时临界起动切应力的变化

趋势与生物量同步。相较于 Chen 等 [43] 实验室测得

τcr 为0.258～0.33 Pa 及Zhu 等[40] 野外观测中 τcr 为0.46 Pa，

该模型的结果较为合理。 

2.2.2    生物膜模块参数敏感性分析

生物膜的生长受多种环境因子的影响，包括温

度、光照、底床中黏性沙组分的占比以及水深，本文

主要选取了沉积物组分、温度、光照强度 3 个环境参

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且模型均不考虑水动力等其他因

素对生物膜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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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物量与温度的年际变化（a）和黏土组分的临界起动切应力年际变化（b）
Fig. 2    Interannual changes in biomass and temperature (a)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critical shear stress of clay component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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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观测中可以发现，硅藻生物膜多分布于淤泥

质潮滩上，砂质潮滩上几乎不含有硅藻生物膜，因此

在该部分设置 3 种工况（底床中黏土组分占比分别为

25%，50% 和 90%）来模拟不同泥沙组分下的生物量，

生物量年际变化情况如图 3a 所示。结果表明，生物

量随黏土组分占比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当潮滩底质

中黏土组分的占比仅有 25% 时，生物量（以 Chl a 计）

最高只能达到 60 mg/m2 左右，而当黏土组分为 90%

时，生物量接近 300 mg/m2，是前者的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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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物量年际变化不同泥沙组分（a）；不同温度

（b）；水深对光照强度的不同衰减作用（c）
Fig. 3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biomass: different sediment

components (a); different temperatures (b); different attenuation

effects of water depth on light intensity (c)
 

温度也是影响硅藻生物膜生存和生长最重要的

环境因子之一，对于硅藻生物膜来说，存在使其生长

最快的适宜温度，超过一定温度后，硅藻细胞受到不

可逆的损害导致生物膜无法生长，低于一定温度时，

虽然不会造成硅藻的死亡，但是生长速度却受到了抑

制。模型中与生物量有关的温度参数有最高温、最

低温及温度对生物膜发育的影响系数 β。在这部分

的模型设置中，β 取表 1 中该项的最大参考值 0.022 4，

并设置两种工况：（1）最高温为 33℃，最低温为–1℃；

（ 2）最高温为 27℃，最低温为 7℃，结果如图 3b 所

示。在第一种工况时，年内最大生物量（以 Chl a 计）

约为 150 mg/m2，最小为 50 mg/m2，在第二种工况下年

内最高生物量约为 120 mg/m2，最小生物量约为 70 mg /m2，

生物量差距较小。所以，年内温度的最值虽然决定了

生物量取值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但是在合理适宜的温

度范围内，生物量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

当生物膜淹水时，光照透过水到潮滩表层才能被

利用，在光透过水到达潮滩表层时，光照强度会因为

水的浊度等原因而被削弱。在模型中，水深对光照强

度的衰减用系数 kd 表示， 模型设置了 kd 取 0.5、1.5 和

3 的 3 种工况，模拟淹水−露滩交替的区域内生物量

的年际变化情况，过程如图 3c 所示。当 kd 取 0.5 时，

生物量曲线较为光滑，随着 kd 取值的增加，生物量曲

线出现锯齿状，很显然  kd 越大生物量曲线波动越剧

烈；另外，生物量也会有所减小。这表明在淹水–露滩

交替的区域，随着水深对光照强度的衰减系数 kd 的增

加，生物膜对潮位的变化越敏感，表现为生物量随潮

水上涨而减小，随潮位降低而增加。 

2.3    二维生物动力地貌模型建立

为研究生物膜对潮滩−潮沟系统演变的影响，本

文建立了二维生物膜−潮沟地貌模型，计算区域选为

15 km × 10 km 的矩形区域，初始地形由宽为 7 km、坡

度为 0 的平坡和宽为 8 km、坡度为 1.5 ‰的陡坡组

成，并将模型划分为潮间带中部、潮间带下部及潮下

带 [44]，初始地形如图 4 所示。考虑到模型的计算精

度、计算时间以及模型结果的稳定性，经过敏感性分

析，设置模型区域的网格大小为 50 m × 50 m。

该模型具体参数设置如下：

（1）水动力参数设置

①计算时间步长设置

经过敏感性分析，在满足模型计算稳定性和精度

要求，同时提高模型计算效率的同时，选取模型的计

算时间步长为 0.3 min。
②边界条件设置

模型的北边界设置为闭边界，为陆侧；东、西边

界设置为纽曼边界。模型的开边界，无相位差；南边

界设置为水位边界，主要考虑了 M2 和 S2 分潮，振幅

分 别 为 1.7 m 和 0.6  m， 频 率 分 别 为 28.985  5°/h 和

30°/h，相位均为 0°；模型中设置风速为 1 m/s，风区长

度为 5 000 m。

③底部糙率

糙率是反映对水流阻力影响的一个综合性无量

纲数，糙率越大，对水流的阻力越大。本模型中忽略

了水深对糙率的影响，模型区域内糙率统一取为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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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65 m1/2/s。

④水平涡黏系数

本模型中水平涡流扩散系数取为 10 m2/s，水平涡

黏系数取为 1 m2/s[4]。

（2）泥沙参数设置

在本模型中，同时考虑了黏性沙和非黏性沙，包

括两种沉积物组分，即黏土和粉砂；两种沉积物的厚

度分别为 10 m 和 5 m，各组分含量比为 2∶1。两种沉

积物组分充分且均匀混合，构成了初始底床。对于黏

土，其沉速为 0.5 mm/s，无生物膜影响时的临界起动

切应力为 0.2 N/m2，冲刷系数为 5 × 10−4 kg/(m2·s)[27, 45]。

根据 Winterwerp[22] 提出的连续沉降理论，本模型将黏

性沙的临界沉降切应力取一个极大值为 1 000 N/m2，

即不给泥沙设定临界沉降应力（泥沙沉降条件总能被

满足）。

模型动力参数及边界条件设定如表 2 所示。

（3）地貌参数设置

为加快地貌演变的同时保证模型的结果更符合

实际，经过敏感性分析，本模型中设置地貌加速因子

fmor，地貌加速因子取为 10。

（4）生物膜模块参数设置

在该章节中的生物膜模型中，生物膜模块相关参

数的取值如表 3 所示。 

3　结果与讨论
 

3.1    生物量分析

模型中设置较小的风速为 1 m/s，因此，波浪在潮

滩上产生的底部切应力小于无生物膜覆盖黏性沙的

临界起动切应力 0.2 N/m2，所以认为潮滩上生物膜具

有生长的环境。结合图 5a 至图 5c 的潮滩地貌分析

生物量，可以看出在第 1 年时，生物膜在潮滩上大量

分布，在无潮沟发育的区域内，生物膜均匀覆盖，生物

量最高（以 Chl a 计）可达到约为 220 mg/m2；在 8 km

即平坡和陡坡的转折处，由于水深的急剧增加，生物

量快速减小，在接近 5 km 时生物量为 0。潮沟在转折

处形成向海侧和陆侧发育，因此在 8～11 km 区域内，

生物膜大量分布在潮沟两侧，潮沟内的生物量较小。

由图 5e 和图 5f 可见，潮沟外部生物量（以 Chl a 计）最

高可达到 220 mg/m2，在新发育的潮沟内侧生物量较小。 

3.2    潮沟系统的演变

开敞式潮滩上潮沟系统的演变过程如图 6 所示。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考虑生物膜是否存在对潮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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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参数设置汇总表

Table 2    Summary of model parameter settings

参数项 设置值

时间步长 0.3 min

谢才系数 65 m1/2/s

水平涡黏系数 1 m2/s

水平涡流扩散系数 10 m2/s

潮流边界条件 M2，S2

　粉砂 干容重 1 600 kg/m3

中值粒径 50 μm

底床厚度 5 m

　黏土 沉速 0.5 mm/s

临界起动切应力 0.2 N/m2

临界沉降切应力 1 000 N/m2

冲刷系数 5 × 10−4 kg/(m2·s)

底床厚度 10 m

2 期    梁梦娇等：生物膜对潮滩动力地貌演变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99

 



系统的发育和潮滩地貌有较大影响。首先，在潮沟演

变的第 0.5 年，由于生物膜的存在，潮沟并未发展到

11～15 km 区域内，相反，在无生物膜潮滩上，11～15 km

区域已经有一些较浅的潮沟形成。到第 3 年时，比较

图 6b 和图 6e，虽然都有平行潮沟生成，但是潮滩地貌

和潮沟系统确有明显的差异。生物膜存在的潮滩上，

潮沟向陆侧发展，形成的潮汐通道更加明显，在潮滩

上部形成了树杈状的潮沟；而无生物膜潮滩上，潮滩

上部却形成相互平行的细窄长潮沟，数量多而密。另

外还可以注意到，在 12～15 km 的区域内，无生物膜

潮滩上潮沟两侧的高程明显高于生物膜潮滩，但是

在 7～12 km 区域内恰恰相反，这是由于生物膜的覆

盖增加了泥沙的临界起动切应力，附近潮沟外的泥沙

更不易起动，以至于输移向陆侧落淤的泥沙量更小。

在演变的第 10 年，潮沟系统发育得更加完整，生物膜

潮滩上的潮沟继续向陆侧延伸，潮沟前端继续分叉产

生新的潮沟；但是无生物膜潮滩上，陆边界处的高程

增加，潮沟发生后移。由此可以看出，生物膜可以促

使潮沟系统向陆侧的发育。

图 7a 和图 7b 分别表示生物膜潮滩上垂直于岸线

断面（x = 5 km）和平行于岸线断面（y = 10 km）的高程

变化情况。在 x = 5 km 断面上，演变初期在距离海边

界 8 km 处潮滩被侵蚀，潮滩上部略有淤积。第 3 年

时，9～12 km 范围被剧烈冲刷，潮滩上部由于淤积床

面高程增加；在第 3 年到第 10 年内，潮滩上部的高程

变化较小，说明该时间内潮沟发育的过程较为缓慢。

通过图 7b 看出在演变初期（第 0.5 年）潮沟已经开始

 

表 3    水动力条件工况设置

Table 3    Hydrodynamic condition setting

变量 单位 取值 含义

μmax d−1 0.9 参考温度下的最大生长速率

Ks（以Chl a计） (mg/m2)−1 0.02 半饱和常数

KI μE/(m2·s−1) 25 半饱和光系数

Io μE/(m2·s−1) 300 水面上的每日平均光强

kd m−1 1.5 光强随水深的衰减系数

β °C−1 0.022 4 温度对生物膜发育的影响系数

ε d−1 0.2 整体衰减系数

Xb（以Chl a计） mg/m2 1 最小生物量

α（以Chl a计） Pa/(mg·m−2) 0.001 6 随生物膜生长τcr的增长系数

To °C 20 参考温度

Tmax °C 33 最高温度

Tmin °C −1 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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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tidal flats landforms (a–c) and biomass distribution (d–f) on tidal flats after 1 year, 3 yea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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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随着时间的增加，潮沟内侧的侵蚀和外侧的淤

积均有所增强，潮沟的宽深比继续减小，潮沟的冲刷

作用更强烈。在第 3～10 年期间，潮沟冲淤的位置基

本不变，说明此时该断面上的潮沟发育已经稳定，水

动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摆动。

图 8 表示 10 年后生物膜潮滩和无生物膜潮滩两

个断面上的高程变化情况。在 y = 10 km 断面（图 8a）

上，生物膜潮滩上潮沟两侧发生淤积，高程平均为

0.3 m；无生物膜潮滩整体呈现出侵蚀，表明当生物膜

存在时，促进了 y = 10 km 断面高程增加。且两类潮

滩在 y = 12 km 断面（图 8b）上均发生淤积，由此可见，

生物膜存在时，潮滩上的淤积范围更广。此外，该断

面上，无生物膜潮沟的特点是潮沟的深度小，潮沟宽

度大，而在生物膜覆盖的潮滩上，该断面上发育的潮

沟具有数量多且密，潮沟深度大，潮沟宽度小的特点。

在 y = 12 km 断面（图 8b）上，两种不同类型的潮

滩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淤积，生物膜潮滩上该断面的

最大高程在 1.5 m 左右，而无生物膜潮滩上断面高程

最大约为 1.8 m。不考虑生物膜时，潮沟深度最大为

2 m，而生物膜存在时潮沟的深度最大可达到 4 m，是

前者的 2 倍。在该断面处，两个潮滩上潮沟均表现出

数量多且密集的特点，区别在于生物膜潮滩上所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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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潮沟深度更大。 

3.3    潮沟的形态特征 

3.3.1    潮间带形态参数比较

潮间带第 10 年潮沟形态参数统计见表 4，在潮间

带下部，生物膜潮滩上潮沟的各项参数均大于无生物

膜的潮滩，表明潮间带下部分布的生物膜对该区域的

潮沟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对潮沟总体积的促进作用最

大，使其增加 45.2%，平均宽度的增幅较小，为 5.6%。

在潮间带中部，生物膜更多地促进了潮沟的平均深度

和体积的增加，总长度仅相差 1.1%，而潮沟总面积和

平均宽度均减小，分别减小了 9.0% 和 10.0%。

 
 
 

表 4      第 10 年潮沟形态参数

Table 4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tidal channel in the 10th year

形态参数
无生物膜−潮沟 生物膜−潮沟 同比相差

潮间带下部 潮间带中部 潮滩 潮间带下部 潮间带中部 潮滩 潮间带下部 潮间带中部 潮滩

总体积/（106 m3） 0.32 2.66 4.57 0.46 3.50 5.58 45.2% 31.6% 22.1%

总面积/（106 m2） 0.27 2.44 4.12 0.32 2.22 3.83 19.8% −9.0% −7.0%

平均深度/m 1.19 1.09 1.11 1.44 1.57 1.46 21.2% 44.6% 31.5%

总长度/104 m 0.21 4.13 5.30 0.24 4.18 5.42 13.5% 1.1% 2.3%

平均宽度/m 127.45 59.20 77.87 134.53 53.26 70.70 5.6% −10.0% −9.2%
 
 

3.3.2    潮滩形态参数比较

生物膜潮沟系统和无生物膜潮沟系统的各形态

参数定量统计结果如图 9 所示，在演变初期（0～2 年），

生物膜潮滩与非生物膜潮滩上的潮沟总体积相差不

大，生物膜潮滩上的潮沟总面积、总长度略小于无生物

膜潮滩，而潮沟较深。在第 2～10 年的演变过程中，对

于潮沟总体积、总面积和平均深度 3 项参数，生物膜潮

沟系统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无生物膜潮沟系统，潮沟

深度和体积的差距逐渐增大。对两种类型的潮滩来

说，在演变的中后期，潮沟的总面积的增长速度放缓，

而潮沟的总体积和平均深度还在快速增长，在该时间

内，潮沟体积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潮沟还在继续加深。

将以上 5 项潮沟形态参数统计成表 4，很显然，生

物膜潮滩上潮沟的总面积较无生物膜潮滩减小 7.0%，

平均深度增加 31.5%，潮沟总体积增加 22.1%。在生

物膜作用下，潮沟的总长度持续增加，10 年后潮沟的

总长度较无生物膜潮沟系统增加 2.26%，潮沟的平均

宽度却小于无生物膜潮沟系统，二者相差 9.2%。

综上可以说明，总体来说，在该水动力条件下，潮

沟演变初期，生物膜的生物黏结作用抑制了潮沟面积

增加，促进了潮沟向纵向深度发展；中后期，潮沟的发

育过程以潮沟的加深为主，而宽度和长度较为稳定。

最后可以得出，生物膜对潮沟系统发育过程的作用主

要表现为减小潮沟的平均宽度，延长潮沟的总长度，

潮沟总面积整体小于无生物膜潮滩，同时潮沟的深度

大幅增加，从而潮沟的体积也得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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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讨论

本文通过在开源模型 Delft3D 中将生物膜作用耦

合进传统的水沙动力地貌模型中，模拟了开敞式生物

膜潮滩的演变过程。然而，真实环境中的生物地貌过

程更为复杂，各种生物之间相互作用（例如，底栖动物

对生物膜的破坏、植物与生物膜相互作用等），以及

生物膜对水动力和底床泥沙组分等因素复杂的响应

机制。并且各地潮滩和水生环境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因此，将完整的生物地貌复刻到数值模型中是一个极

大的挑战。

生物膜覆盖在潮滩上，其生长与潮滩环境的变化

息息相关。以硅藻类生物膜为例来分析对其变化至

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硅藻作为潮滩上生产者的一分

子，需要足够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因此，光照是硅藻

生长的限制因素 [28]。生物膜与底栖动物在潮滩上共

存，底栖动物的活动（例如，螃蟹的生物活动）阻碍了

生物膜的生长甚至会对生物膜产生较大的破坏 [29, 46]。

同时水深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水深会对光照强度

产生不同程度的衰减效应，水深过大则不满足生物膜

增长的光照条件 [34]。温度在一定程度上驱动着生物

量的变化，呈现出季节性变化特征，总体来说，夏多冬

少 [28]。一部分学者研究表明春秋多，夏季少则是因为

底栖动物的活动导致 [47–48]。其次，作为生物膜的生长

基质，底床泥沙组分也决定了生物量的大小。van der

Wal 等 [28] 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砂质潮滩，淤泥质潮滩

上代表生物量的指标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NDVI）

更高。最后潮滩上的水动力作用不容小视，极端天气

的出现将导致底栖藻类生物量大规模减少。潮滩的

淹没时间也是控制生物量大小的一个因素，潮间带上

部生物量更大，另外海平面上升也会影响到生物膜的

空间分布及大小 [28]。

由于生物量的影响因素众多且预测较难，现有的

生物量数值模型并不能把所有的影响因素一一量化

计算。例如，底床泥沙组分与生物量之间的数学关系

如何，现在还未有研究明确指出，并且由于研究地点

的独特和复杂性，也无法有较为通用的关系用于生物量

预测的数学模型中。可见，为了使模型结果更贴近实

际，在后续的模型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底床泥沙

粒度组成与生物量的关系。Gerbersdorf 和 Wieprecht[49]

指出生物稳定性表现为提高了泥沙的临界起动切应

力，从 Riethmüller 等 [32] 实测、Widdows 等 [50] 水槽实验

及 Le Hir 等 [33] 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生物膜对泥沙临界

起动切应力的影响目前只能总结为一次线性关系，相

关参数对研究地点的依赖性较高。另外由于实地测

量带来的困难导致现在数据缺乏，给数值模型的验证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未来的模型要在预测的精

确性上得到提高，不仅需要在现有的模型基础上考虑

增加更多的影响因子作用，还需要将影响因子和生物

稳定性的作用较为精确的定量化，同时以研究地点的

野外实测数据为辅助，得到更能用于该地的生物动力

地貌模型。 

4　结论

潮滩地貌演变是多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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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Statistics of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tidal gully development with or without biofilm under the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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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作为潮滩系统中的重要生物因子，对泥沙输移和潮

滩地貌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在传统的地

貌模型中加入生物膜作用，论证了生物动力地貌模型

对生物量的模拟能力，对沉积物组分、温度、光照几

种主要环境因子进行了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分析了生

物膜对潮沟系统的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1）不考虑外界环境对生物膜的破坏作用时，本

文开发的生物膜模块可以模拟出生物量的对数增长

曲线，与前人实验室结果类似；并且生物量随温度增

减，年际变化呈现为余弦变化曲线。

（2）在该生物膜模型中，底床中黏土组分的占比

提高，生物量会快速增加；温度的最值决定了生物量

的最值；随着光照随水深的衰减系数这一参数增加，

生物膜对水深变化的敏感度增加，生物量随潮位产生

较大的波动。

（3）生物膜影响了潮滩地貌塑造及潮沟系统的发

育，主要表现为：生物膜的存在加大了泥沙淤积的范

围，促进了潮滩向陆侧的延伸。生物膜潮滩的潮间带

下部潮沟各项形态参数得到增加，而潮间带中部潮沟

总面积和平均宽度有小幅度减小。总体来说生物膜潮

滩上潮沟数量多的同时更深更长，但是宽度有所减小。

本研究开发了水动力、生物膜和泥沙耦合的动力

地貌模块，考虑生物膜在潮滩演变中的作用，结果有

助于加深对生物膜在潮滩地貌塑造中作用机制的认

识。本研究在模拟过程中仅探讨了较弱的水动力作

用，未加入风暴潮这一极端条件对生物膜的破坏；此

外，模型仅考虑生物膜在表层分布，而实际潮滩中生

物膜在垂向也有分布，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改进，进而更加深入地掌握生物膜和多种动力

因子共同作用对潮滩地貌和潮沟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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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biofilm on the dynamic
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idal flats

Liang Mengjiao1，Zhou Yi2，Zhang Heyue2，Li Huan2，Kang Yanyan3，Wang Dawei4，Zhou Zeng1, 2

(1.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Coast  Oce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Securit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3. College of  Oceanograph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4. College of Environ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idal flats  maintain a complex ecosystem, while its  formation is  driven by multi-factor interaction,  in-
cluding hydrodynamics, sediment transport,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In particular, investigating tidal flat biologic-
al  processes  and  elucidating  their  biological-physical  effects  ar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marine science. This study focused on intertidal biofilms, constructed a two-dimensional biomorphodynam-
ic model which coupled biofilms with hydrodynamics, sediment transport, and bed level chang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biofilms in sediment transport and 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 The biomorphodynamic model was validated us-
ing literature data, indicating that the constructed model can simulate the growth pattern 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biofilms well.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idal creeks with biofilm attachment are more fully extended towards the
landward side,  showing a branching distribution when hydrodynamics are weak, and biofilms were distribu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intertidal zone.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idal creek morphology, it is found that the pres-
ence of biofilms promote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idal creek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while  limiting  the  increase  in  their  width.  Compared  to  tidal  flats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biofilms,  the  average
depth of tidal creeks increases, the total area decreases, the total length increases, the average width decreases, and
the overall volume increases. The research outcome of this stud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biofilms
on tidal flat evolution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Key words: intertidal biofilms；numerical simulation；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tidal creek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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